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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上的
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王万平

［摘要］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民族流动的通道，而且是一条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
许多古老民族生活和迁徙的通道，沿线不同民族在移动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交融不断深入

和加强，形成了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多民族共享的节庆文化。本文主要介绍南方丝绸之路上
民族的流动和文化的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所生成的文化共享，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典型案例，为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乃至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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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
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倡议( 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 。
这使得发端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南
北朝，鼎盛于唐宋的“丝绸之路”再次被世界瞩
目。作为东西方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通道，
“丝绸之路”最初指的是由长安出发，向西北经
过河西走廊、西域到中亚，然后继续西行抵达罗
马帝国的“沙漠丝绸之路”。但学者研究发现，
除了“沙漠丝绸之路”外，历史上还存在绵延于
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从四川成都出发
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和中亚、西亚的“南方丝绸
之路”和由东海至南海经印度洋航行至红海的
“海上丝绸之路”。

本文讨论的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

点，经“灵关道”“五尺道”进入云南，再经“永昌
道”进入缅甸、印度，进而远达中亚、西亚及欧
洲。这条道路古代称为“蜀身毒道”①，现代学者
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1］或者“西南丝绸之
路”②等。通过方国瑜、任乃强、段渝、陆韧③等
学者的深入而且富有洞见的研究，南方丝绸之

路的历史和走向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视野

之中。
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就是费孝通提

出的“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等“民族走廊”地
区。费孝通先生用“民族走廊”这一概念来描述
族群或族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沿着自然形成

的线路如河流、山谷等，向另一个地区进行的群
体性的流动和迁徙的历史文化现象［2］，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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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总结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解释了“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多民族相互依存、不
可分割的多语言、多文化复合体”［3］的历史过程
和现实图景，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学者
还发现，“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相
继延伸出去的道路分别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北
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道路构成连

接中国与整个亚欧大陆的网络”，“成为中国与
域外和海外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
际通道。”［4］南方丝绸之路作为人员、物资和文
化交流的通道，除了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之外，也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实践思路。
本文以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流动为背

景，试图描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同民族的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图景，为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一些西南地区的突出事例及相关理论
思考。
一、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起始于古道

上人群的移动。目前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主要分布着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
和苗瑶语族三大族群和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

的众多民族，他们的祖先是中国古代文献提到

的“氐羌”“百越”“三苗”和“百濮”［5］11。这些民
族并不是一开始就生活在这里，而是经历了一

个漫长的迁徙过程。这个过程大约从新石器时
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秦汉以后，到魏晋南北朝时

期基本完成，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可以
作为明证，其《南中志》就明确记载: “南中在昔
盖夷、越之地”，南中即指今天的西南地区。
《华阳国志》提的“夷”主要是指“西南夷”，
也就是后来学者所说的“氐羌系民族”，是现在
“藏缅语民族”的先民。自新石器时代、青铜时
代开始，这一民族集团便“不断由我国西北地区
通过横断山脉的河谷通道，向西南地区迁徙，带

来了氐羌文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固有文化不

断交流、融合，产生了云南滇西北、洱海、金沙江
中游地区这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6］此后这
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
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

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

亚的东部地区。氐羌系族群迁徙的通道，被费
孝通先生称为“藏彝走廊”，其中南方丝绸之路
的“灵关道”“五尺道”与藏彝走廊所指的区域基
本重叠。
中国古代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华

阳国志》等史籍中有大量的氐羌系民族迁徙的
记载，现今藏缅语民族如藏、羌、彝、白、纳西、傈
僳、普米、独龙、怒等大多具有迁徙文献记载和
神话传说。如羌族的史诗《羌戈大战》讲述了古
代羌人由北向南的迁徙的过程［7］。彝族是许多
氐羌部落和别的部落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而形成

的，是在西南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共同

体［8］，彝语文献《罗鬼夷书》说一世祖“孟柝自旄
牛徼外，人居邛之卤”④，所谓“旄牛徼外”指今
凉山西部直至甘孜州一带，而“邛之卤”即今凉
山州及滇东北一带［9］; 口传史诗《勒俄特依》也
有彝族先民迁徙路线是从安宁河流域逐渐向金

沙江两岸移动的说法。汉文史籍中称为“摩沙
夷”的纳西族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一部
分［10］，与旄牛羌有亲属关系［11］，其文献记载: 摩

娑人居定筰即今盐源县，世为昆明总军官，传至

唐武德时叶古年凡 17 世［12］; 指引亡灵回归北方
祖地的《指路经》说其祖先生活过的一座大黑山
“斯布阿纳瓦”，在青海、甘肃、四川的交界
处［13］。傈僳族传说其远祖原居澜沧江以东的
“诺矣比”地方，到十六七世纪时才迁到怒江两
岸，唐代文献也记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
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
族。”⑤唐代“邛部、台登城”在今越西、冕宁一
带，他们后来逐渐南移，迁至金沙江两岸，此后

又逐渐西迁，大部分定居于怒江两岸。景颇族
口碑显示，其先民自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南下，

唐代时期已经迁徙至今德宏州以北、怒江以西
地区，现在景颇族为亡人送魂的路线，也是先从

现住地送至片马，然后程程相送，最终送至西北

的昆仑山。［14］哈尼族也是藏缅语民族的一员，其
传统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 意为“哈尼族先祖
的迁徙”) 以哈尼族酒歌“哈八惹”的形式，系统
地吟唱了哈尼族先祖历尽艰辛，从巴颜喀拉山

附近的“虎尼虎那”来到红河南岸定居的社会记
忆。［15］

《华阳国志》提到的“越”是指古代的“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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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族”，也就是现在“壮侗语民族”的先民。在
公元前几个世纪，百越系民族已分布在长江流

域以及中国南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今浙
江、福建，经广东、广西至境外一些地区，“百粤
杂处，各有种姓”，其中在今浙江有大越、于越、
东瓯越，在福建有闽越，广东和广西有西甄越、
杨越、南越、骆( 雒) 越，在云南则有滇越。汉文
史籍将其统称为“百越”⑥。魏晋南北朝时期
“五胡乱华”，黄河地区的汉族南渡长江来到岭
南，百越系民族不断向西南地区迁徙，其基本走

向是由东向西的，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南岭走
廊”走向基本吻合。现在分布在中国广西、云
南、贵州、广东、海南、湖南南部的壮族、布依族、
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和黎
族，不论是语言或者习俗，都与古代百越系民族

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百越系民族除了自东向西迁移外，其中一

些部落北上到达巴蜀乃至更北的地区⑦。其北
上是从江汉平原沿长江及其支流进入蜀地的，

但“五尺道”及其南下支线“牂牁道”是他们迁徙
的主要通道。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从“僰道”
向西南有“五尺道”通滇，向东南有“牂牁道”通
南越，“南越”就是越人主要居住的地区。壮侗
语族民族也有一些通过“灵关道”进入藏彝走
廊，如壮族、布依族，现已北上至凉山州南部会
东及木里诸地。
除了《华阳国志》提到的上述两大民族集团

之外，西南地区还有“百濮系民族”。文献记载
百濮系民族最早的活动于长江以南地区。西周
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活动

范围逐渐缩小［16］，不断南向、西向、西南向迁徙，
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地区。到了唐代，《通典》
中记濮人有“尾濮、木棉濮、文面濮、折腰濮、赤
口濮、黑僰濮”等不同支系。现在大多数学者认
为，生活在云南南部的佤、布朗和德昂是历史上
“百濮”的后裔，如尤今先生认为: “属于百濮即
孟高棉的部落群体，便主要活动在西南地

区。”［5］11郭净等学者也认为: “濮人又称‘百
濮’，他们中的一部分应为孟高棉语族的祖先，
其分布区大体在云南南部与中南半岛相接的地

带。”［17］申旭、刘稚也说:“从语言系属来看……
孟高棉民族源于百濮。”［18］最近有学者认为江
汉之南的濮人及南迁之百濮与云南西南部之濮

人是名同实异的两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前两种

濮人大部分与百越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

系壮侗语族的民族［19］，后者在历史上被称为
“苞满”和“闽濮”，是云南孟高棉语族佤、布朗、
德昂等三个民族的先民［20］。但是孟高棉语族与
濮人有关是不争的事实。百濮系民族的迁徙是
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来进行的。
“三苗系民族”是现在“苗瑶语民族”的先
民，主要生活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之

间，秦汉时期其先民“长沙武陵蛮”大量向西南
迁徙，成为西南的世居民族。其中有部分沿着
“五尺道”北上，现在川南、滇西北的苗族就是他
们的后裔。据调查，四川苗族的《指路经》送亡
魂回“那里谷能熟，那里稗能生，那里粮能吃，那
里粮能吞”［21］的“祖居之地”，可能指的就是他
们曾经生活过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
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经过地区生活的民

族就更加复杂，除了氐羌系民族中的阿昌族、景
颇族、拉祜族和基诺族等是通过这条古道迁居
到现居地滇西南，百越系民族傣族也从这条道

路北上，生活在保山地区与怒江州毗邻的地带，

在金沙江河谷滇川交界的地区也有分布，在雅

砻江的支流安宁河谷则已北上到西昌以及昭觉

一带。［22］

上述民族除了在中国境内有大量分布外，

汉藏语系的三个语族一直迁徙到中南半岛，成

为跨境民族。藏缅语民族在东南亚国家都有分
布，如越南的倮倮族、阿卡族，缅甸和泰国的傈
僳族，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拉祜族，
缅甸的克钦族、曼达族、怒族、日旺人等，同我国
的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
族、怒族、独龙族是同宗同源的民族; 门巴族和
珞巴族在尼泊尔、印度等南亚国家也有分布。
壮侗语民族在中南半岛多称泰语族或泰—卡岱
语族，越南的岱依族、侬族与中国的壮族有着密
切关系; 缅甸的掸族、老挝的佬族和泰国的泰族
与中国的傣族为同一民族，我国的布依族、仡佬
族在越南也有分布。苗瑶语民族的苗族和瑶族
在越南有广泛分布。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重要
生活在东南亚，其中佤族主要生活在缅甸佤邦，

布朗族主要分布在缅甸、老挝等国，德昂族在缅
甸称崩龙族，有大约 60 万人。这些生活在东南
亚和南亚的跨境民族也有迁徙的历史记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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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通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
综上，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族迁徙的通

道。这些道路的主道及其支线，织成了一张密
密麻麻的交通网，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

族南下和苗瑶、壮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西进、
北上的交通要道。西南地区是我国古代民族流
动最频繁的地区，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

了可能性。
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不仅形成了

现在西南地区多民族、多族群交错而居，多文
化、多语言相互交融的分布格局，而且带来了文
化的交流。南方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不仅是上
述民族集团( 同源民族) 内部和不同民族集团
( 异源民族) 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而且是

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交流的广阔
舞台。
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上述古代民族集团

的文化开始互动。如氐羌系民族南迁的过程
中，不断吸收土著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南北文

化交融的现象［23］。近年来考古发现证实了这种
交融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如汶川姜维城和

理县建山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陶器，以

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也有泥质红陶和部

分橙胎彩陶，其纹制与制作方法与甘青马家窑

文化极为相似，显系受西北古文化影响所致［24］;

在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黑水、马尔康诸
县，大渡河及其支流青衣江流域的汉源、宝兴等
县，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的炉霍、雅江、木里、盐
边以及巴塘等县，乃至滇西北横断山脉的高山

峡谷区发现的石棺葬，与青海民和县发现的一

批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的辛店文化甲组遗

存石棺葬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25］。卡约、寺洼
及辛店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部落的遗

存［26］，古代氐羌系民族在南迁中沿藏彝走廊将

这种葬式传播到西南地区。还有很多氐羌文化
南移的例证，如在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发现

的西昌礼州遗址，出土了一种双联罐，与甘肃临

夏齐家文化的一种双联罐极为近似［25］。最典型
的例证是位于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距今约

3800 － 4500 年，是西藏高原上新石器时代文化
的典型。从该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
以及陶器看，与甘肃、青海黄河上游的古代文化

如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等时代相近的文化有
密切的关系。童恩正先生据此推断，“卡若文化
中有土著文化与北来文化两种因素融合的现

象，表明澜沧江在古代曾是民族迁徙的途

径。”［27］分布于龙陵县怒江流域、昌宁、保山、澜
沧江西岸福贡等地的忙怀型文化中所出土的石

铲，则见于兰州、昌都、雅安等地，故推断此种文
化应是当地土著濮人与南下的羌人所共同创造

的。［28］对氐羌南迁及其与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关
系问题，格勒先生在其著作《藏族早期历史与文
化》中有深入分析［29］，在此不再赘述。
这些材料说明，氐羌系民族在迁徙的过程

中，不仅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移居的地区，而

且还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的文化因子，形成了

藏缅语族民族文化内核相同但文化表征有异的

“同源异流”现象。
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上述民族集团开始

了族际的文化交流。在西南地区，除了发现北
方文化通过藏彝走廊南下外，南方文化也通过

藏彝走廊不断北上。如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
考古发现一种大石墓，其分布北至大渡河流域

的石棉、汉源，南至云南的姚安等地。据研究这
种大石墓为战国至汉代濮人系统的居民所

创［30］，根据前引学者“江汉之南的濮人及南迁
之百濮大部分与百越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汉藏

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的观点，大石墓在安宁
河、大渡河、金沙江流域的出现，证明了壮侗语
族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的事实［31］。考古工作者
还发现了“百越文化”的西移，在滇西南的梁河、
潞西、瑞丽一线都有磨光双肩斧、和夹砂印纹陶
出土，出土陶器有鼎豆、罐、钵等，这一地区生活
的是滇越先民，与华南其他百越地区的考古文

化非常相似［33］，说明了百越文化随着族群的迁

徙一直影响到了中国西南极边地区。
由于族群迁移而形成的族际文化互动，在

西南地区表现非常突出，在壮侗语民族的文化

中，能发现氐羌文化的影子; 同样在藏缅语民族

中，也能发现百越文化的因素; 甚至孟高棉语民

族中，也能发现氐羌文化、百越文化的影响［34］。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的“蜀身毒道”东路

“五尺道”和西路“灵关道”在大理会合后西行，
从保山的腾冲或德宏的瑞丽进入缅甸克钦邦
( Kachin) ，古称“永昌道”。然后经印度阿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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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Assam) 进入恒河流域，经过巴基斯坦，在阿
富汗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⑧;“五尺道”的延伸段
“进桑道”和“步头道”，沿红河至越南河内，可从
北部湾入海［35］; “五尺道”( “僰道”) 向东至夜
郎的“牂牁江道”( 夜郎道) 继续向东沿北盘江与
南岭走廊贯通，最后到达广州，与后来的海上丝

绸之路会合［36］。这样南方丝绸之路就成为中国
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通道。
这种跨境的文化交流早在汉武开边之前就

已经发生。如郭开云、江章华、霍巍、王黎锐、肖
明华、李学勤、颜信、邱登成⑨等学者的研究都指
出，早在青铜器时代中国境内尤其是西南地区，

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南亚、西亚风格的器具、物
品，证明了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

到了桥梁作用。段渝先生经过长期的研究发
现:“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
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
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
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

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

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

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

成。”［37］还有学者认为: “三星堆文化应是在本
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文化和西亚古

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38］另
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还出土了海贝，这些
海贝和西昌境内瓦打洛遗址出土的商代海贝、
大理沙溪鳌凤山出土的春秋战国海贝、盐源出
土西汉海贝、西昌出土宋元海贝都来自“出齿
贝”的大婆罗门( 迦摩缕波国) 和小婆罗门( 南部
印度地区的曼尼坡伊姆法尔) 和骠国［39］。童恩
正认为:“中印古代交通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
价值，它关系到关于两大文明中心之间早期文

化交流的研究。这两大文明不是传统上的印度
文明和中国北方文明，而是印度文明和中国西

南文明。”［40］

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之后，这种文化交流更

加频繁。《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永昌郡盛产
蚌珠，其实主要产自今缅甸丹老海岸。到了魏
晋时代，从大秦东南通交趾，有水路通益州，“永
昌郡多出异物”⑩，而这些异物，就是通过南方丝
绸之路运送到中原地区。汉代以降，成都、雅
安、西昌、大理、永昌、腾冲等地方不仅是商品贸

易的中心，而且是文化交流的中心。往来于南
方丝绸之路上的商贾，既有来自蜀滇的马帮，也

有来自异国的商队。他们除了携带着大量的物
资，翻山越岭，涉水渡江，把商品运送到其他地

区，还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异国他乡。
当然，这种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李昆声

先生发现，新石器时代云南的有段石锛、有肩石
斧、有肩有段石锛对越南下龙文化( Ha Long
Culture) 有较多影响; 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滇西
至滇中起源后迅速传播到越南和泰国、印尼等
东南亚国家; 战国秦汉时期，已有南亚侨民居住

在云南，并有来自印度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林
伽”在滇池地区［41］。饶宗颐先生也认为，印度
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

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

福加的。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
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据此可确认丝织

品传至域外。［42］

除了这些物质文化的交流，精神文化的交

流也日益深入。佛教传入中国，是南方丝绸之
路上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在佛教北传( 通过
北方丝绸之路) 、藏传( 尼泊尔北上进入青藏高
原) 、南传( 从南亚传到东南亚地区，再北上传入
我国西南地区) 的三条路径中，南传的时间约为

公元前 3 世纪初叶，比由北方丝绸之路进入中
国的时间早了 3 个世纪［43］。大理是东西向南方
丝绸之路和南北向茶马古道的交汇点，这一地

区南诏国时期就开始信仰佛教密宗( 当地叫做
“阿吒力教”) 。虽然大理佛教密宗的传入路线
尚有争议，有中原传入说［44 － 45］、印度传入说［46］

和西藏传入说［47］等不同的观点。但不管从哪里
传入，其起源地是在古代的印度，传入的路线都

是经过古代丝绸之路。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傣
族、布朗族、德昂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也是通
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南部地区的。
佛教文化的传入，只是南方丝绸之路上中

外文化跨境互动交流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条古
道，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西
亚地区，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政治联系，展开了
广泛的文化交流，学界普遍认为，“南方丝绸之
路”促成了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滇南文化、印度
文化、西亚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流，实现了中西
方最早的相互了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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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节庆共享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交流，经历了

漫长的历史时期。到近代以后，基本上形成了
民族交错杂居、文化多元融合的局面。这种文
化互动到今天还在继续，尤其在当下南方丝绸

之路上的民族节庆中表现最为明显。
“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它
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
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
日。”［49］南方丝绸之路上民族的节庆文化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征，不同民族的节庆从内容到形

式都打上了鲜明的历史烙印，表现出民族历史

文化不断积淀过程，与民族的宗教信仰、思维方
式、认知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表现出强烈的民
族色彩。但同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
的节庆文化也互相渗透、影响、吸收和融合，从
而使得许多节庆活动都有跨地区、跨民族、跨国
境的特征，形成了同源民族、异源民族甚至跨国
民族的文化共享。
首先，表现为同源民族的节庆共享。例如，

氐羌系民族( 藏缅语族各民族) 从中国西北河湟

一带沿着藏彝走廊自北而南迁徙，由于他们的

生活的地区多在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他

们形成了对山岳的崇拜，其后裔藏族、羌族、纳
西族、傈僳族都有与“山神”相关的信仰和祭祀
仪式。虽然祭祀时间、祭山仪式有所差异，但都
是地域社会非常重视的大事。在藏族社会中神
山崇拜是最普遍的信仰［50］，几乎每个藏族村子

都有自己的山神，不同村子组成的部落也有部

落共同的山神，每个地域又有更大的山神。羌
族每个村寨也有自己的神山，每年两次的“祭山
会”也是典型的祭祀山神活动［51］。纳西族的
“三朵节”所祭祀的“三朵”，就是玉龙雪山的山
神。傈僳族也信仰山神，如维西县巴迪乡的傈
僳族每年都要举行传统春节祭山祈福活动。怒
族也有祭祀山神的活动，兰坪县菟峨区的怒族

举行的“祭山林节”，一般六、七月间在山上的
“神林”前举行。甚至已经迁徙到滇南勐海县的
拉祜族，每年伐林垦荒，必先祭山。彝族的山神
信仰非常普遍，如楚雄州永仁县迤帕拉村有村

寨山神、家族山神、祖坟山神［52］，云南昙华山彝
族认为山神不仅是当地彝族最早的神灵，而且

是彝族先民心目中最大的神［53］。

除了山神信仰之外，氐羌系民族因为生活

在高山深谷间，天气寒冷，他们也崇拜火，有各

种与“火有关”的各种祭祀仪式，火把节就是其
中的代表。其后裔彝族、白族、纳西族、拉祜族、
僳僳族、哈尼族、基诺族、普米族、阿昌族等，都
有举行火把节的传统，虽然起源传说、仪式过程
有细微的区别，但时间都在农历 6 月 24 － 25 日，
可以说是所有藏缅语族彝语支和部分羌语支民

族共同的节日。
百越系民族后裔普遍有对水、花、蛙等自然

物的崇拜，如壮侗语民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
族、仫佬族、毛南族等有“花崇拜”“蛙崇拜”和
“祖先崇拜”的观念和祭祀仪式，都有过“三月
三”的习俗; 都存在着以布洛陀神话、信仰和崇
拜为核心，以布洛陀祭祀习俗为表现形式的文

化活动。
其次，表现为异源民族的节庆共享。由于

不同语族民族在迁徙之后与其他语族的民族杂

居共生，所以不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
相吸收，成为共生民族共享的节日。如“上刀
杆”原本是傈僳族、彝族、白族祭祀鬼神、祈求平
安的祭祀活动，但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在怒江

州泸水县由傈僳族与彝族共享，在保山市腾冲

县由傈僳族与汉族共同共享。其中腾冲的汉族
是明清时期戍边将士受到当地傈僳族的影响，

也参与和组织上刀杆活动，并且将这一仪式的

祭祀对象转化为明代“三征麓川”兵部尚书王
骥［54］。当下举行的刀杆节，是一个同一区域内
多民族共享的节庆。
再如藏缅语民族的“火把节”文化影响到其

生活地区的孟高棉语民族，佤族每年农历 6 月
24 日的“便克”节，虽然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当
夜幕降临时，家家户户要点燃火把，竖在屋檐

下，整个寨子亮如白昼，和其他民族的“火把节”
非常相似。另外云南施甸、昌宁、永德等地的布
朗族也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举行

火把节。
三苗系民族的民间传说中，都说自己是盘

瓠的后裔，“历史上的盘瓤信仰其实可以分为两
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以‘由民族图腾崇拜到族源
祖先崇拜’为主; 另一种则以‘由民族图腾崇拜
到部族英雄崇拜’为主。两种盘瓤信仰都发源
于远古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图腾崇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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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般认为盘瓠图腾的原型就是犬。”［55］也就
是说盘瓠信仰既是图腾崇拜的遗存，又是祖先

崇拜的表现，在苗族的“花山节”、瑶族的“盘王
节”中，都有关于盘瓠的祭辞和仪式，可以说是
苗瑶语族的文化，但是与其共生的壮侗语族的

壮族、黎族等也有类似于苗瑶语族的“盘瓠”信
仰，如壮族《龙王宝》、黎族《五指山传》等都是同
类型神话。“这些神话的母题虽然与退敌立功
的盘瓠神话类同，但主角却不是盘瓠，通常以狗

和蛙等为主，可被称为盘瓠神话的‘非典型’叙
事形态。”［56］这是异源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结
果。
再次，表现为跨国民族的节庆共享。在历

史上和现实中，南方丝绸之路都是联结中国和

东南亚、南亚的通道，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有共
同的象征符号，共享的精神内涵，共有的表现形

式。在这条道路经过的地区生活的藏、壮、傣、
布依、彝、哈尼、门巴族、拉祜、傈僳、景颇、阿昌、
怒、佤、独龙、德昂、布朗、苗、瑶等 18 个跨国民
族，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中，但是他们有着共

庆的节日。如彝族火把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
哈尼族矻扎扎节、傣族泼水节、壮族“三月三”、
苗族花山节、傈僳族刀杆节、拉祜族葫芦节、佤
族木鼓节、瑶族盘王节、阿昌族阿露窝罗节，都
是这些跨境民族具有深厚群众基础和国际影响

力的代表性节日。
“泼水节”是傣泰语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
是在“旱季 /雨季”转换过渡的节点上举行，它在
岁时节令的自然周期中是一个以求雨为核心功

能的“换季仪式”，有去旧迎新之意［57］，后受到
佛教的影响，又成为一个以“浴佛”为主要内容
宗教节日，所以这个节日又被称为“浴佛
节”［58］。但是与其共生的藏缅语民族阿昌族和
孟高棉语民族布朗、佤、德昂都过这个节日。居
住在泰国北部的兰那泰人有 800 余万人，他们
称泼水节为“宋干节”，也是在公历的 4 月中旬
举行。主要节期有 3 天，节日活动跟我国的傣
族基本相同，包括节前清洁打扫室内外卫生，焚

烧旧衣服，节日中到寺庙中堆沙塔，插彩旗，供

献花。晚辈要在长辈的手臂上、背上洒浸有花
瓣的水，表示对长辈的美好祝福; 长辈再将水淋

在晚辈的头上，表示来自长辈的赐福［59］。缅甸
景栋与中国云南的云南景洪地域相接、遥遥相

望，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这个地区每年也

举行泼水节，并且保留了传统的仪式和内容，包

括首日的巨大庆典和主会场的全天泼鼓、击鼓，
第二天的送鼓和祭蛙，第三天的取沙、堆沙和第
四天的佛寺祭祀仪式［60］。在不信仰佛教的傣泰
民族文化圈里，虽然没有泼水节，却有着类似的

祈雨祭仪。
在举行节庆期间，不同国家民众也相互参

与，如老挝勐新那罕、诺混和塔抛等寨子的傣泐
人经常前往西双版纳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节庆

活动［61］;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

桥头乡老街子、老卡两个村委会与越南老街省
孟康县花龙乡山水相连，边界两侧的苗族共同

举行的最隆重的节日花山节，国界一侧的苗族

前往另一侧与本民族同胞进行庆祝活动。［62］德
宏州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和傣族泼水节提升为国

际性节日后，每年均有缅甸的克钦族同胞入境

欢度佳节。如 2012 中国·德宏景颇族国际目
瑙纵歌节，除了国内嘉宾以外，还邀请了来自缅

甸、泰国、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
地区 316 位嘉宾。2015 弄岛等嘎伍陆央国际目
瑙纵歌节，入境共度佳节的缅甸克钦族同胞有
2500 多人。
伴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人员和物资的流

动，大量外来文化和土著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

和谐共生，形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是世界
文化交流史上最为丰富多彩的一个文明区域。
在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排斥和吸收中，新的文化
不断被生产出来，这种再生产既不是对其他文

化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多种本土
文化之间、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之间互相
借鉴吸收，互相适应涵化，最后形成的一种“我
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享文化，西南地区多民
族共享同一节庆就是典型例证。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南方丝绸之路”是

氐羌、百越、三苗、百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迁徙
的通道和杂居的地方。由于迁徙带来了不同地
域的民族共生，其后裔藏缅语民族、壮侗语民
族、苗瑶语民族、孟高棉语民族的文化在这条古
道上不断交流、互动、涵化、融合，使得中国西南
地区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生活在这里
的民族，因为文化的共享而跨越了民族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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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共生状态，建设了经济互补、语言互通、文
化互动的共生社会，形成了跨族的“地域认同”。
这种“地域认同”不断扩大，形成更为广泛“国家
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形成和发展的，其发展也是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的今天，冲破民族主义的藩篱，鼓
励民族之间、文化之间更加深入、广泛的交流交
融，是南方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同时，作为沟通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

亚乃至西亚的通道，历史上沿线不同的国家、不
同民族的人们在借助南方丝路网络进行各中物

资交换和贸易活动中，实现了各种文化交流汇

聚，使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甚至西
亚的互动与交流，为当下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

共享提供了历史基础，正如学者王铭铭所说: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
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

语言上交流通畅; 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

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

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
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
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63］这种文化共
享消弭了国界的区隔，增强了跨境民族的认同

和信任，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典
型案例，不仅可为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历史经验，而且为当下世界由民族共同体到地

域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变提供实践

策略。

注释:

①“蜀身毒道”这一名称可见于《史记》《汉
书》《华阳国志》等史籍。

②较早以“西南丝绸之路”称这条道路的学
者是陈炎先生，见其《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道中
的地位》一文，载《东方研究》1980 年第 1 期。

③参见方国瑜《方国瑜文集( 第 4 辑)》，云
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38 － 369 页; 任乃强
《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文史杂志》
1987 第 1 期;段渝《古代中印交通与中国丝绸西
传》，《天府新论》2014 年第 1 期; 陆韧《云南对

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④《安顺府志·普里本末》。
⑤《蛮书》卷四《名类第四》。
⑥关于越人的记载，大量出现于汉文史籍。

如《越绝书·外传记越地传》卷八:“大越故界浙
江”，“滨海之民，独以鸟田”。《汉书·货殖列
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史记·
东越列传》:“孝惠三年(前 192 年) ，举高帝时越
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
王，都东甄，世俗号为东甄王。”今浙江温州一
带。《史记·东越列传》:“立无诸为闽越王，王
闽中故地，都东冶。”《山海经》郭璞注:“既在闽
海中，郁林郡为西瓯。”; 《淮南子·人间训》说:
“(秦师) 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宗。”“西
呕”当即“西瓯”，今广东西部及广西等地。《战
国策·秦策三》蔡泽说应侯:“吴起为楚悼王南
攻杨越。”; 《史记·南越尉佗传》:“秦时已并天
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史记·南
越尉佗传》:“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
立为南越武王。”《旧唐书·地理志》载郁江流域
的贵州、播州为“古西瓯、骆越所居”。《史记·
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掠
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
名曰滇越。”“百越”一词始见于战国后期吕不韦
( ? —公元前 235 年) 命宾客写成的《吕氏春
秋·恃君览》。

⑦这种观点最早见于徐松石《粤江流域人
民史》，中华书局，1939 年版。建国后童恩正的
《古代巴蜀》和董其祥的《巴史新考》等著作对此
有详细的考述。

⑧参见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梁启超
《中国印度之交通》、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
古代交通》等著作。

⑨参见郭开云《姚安地区的青铜文化》，载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04 － 211 页; 江章华《对盐源盆地青铜
文化的几点认识》，载《三星堆研究( 第二辑)》，
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 145 － 157 页; 霍巍《盐
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
关问题初探》，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
蜀书社，2008 年，第 332 － 342 页; 王黎锐《保山
青铜器述略》，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
蜀书社，2008 年，第 362 － 373 页; 肖明华《南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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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云南青铜文化》，载《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论集》，巴蜀书社，2008 年，第 356 － 361 页;李学
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载《南方
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 年，第 3 －
5 页; 颜信《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
研———以古蜀和古印度间经贸关系为例》，载
《中华文化论坛》2012 年第 1 期，64 － 69 页; 邱
登成《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
的开通》，载《中华文化论坛》，2013 年第 4 期。

⑩《魏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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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ne Belt And One Ｒoad”in-
itiative draws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the “Silk
Ｒoad”，which originated in the pre-Qin period，
formed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devel-
oped in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
ern dynasties，and flourished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once again． The areas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overlap with the“ethnic corri-
dors”，such as the “Tibetan-Yi corridor” and
“Nanling corridor”proposed by ethnologist Fei Xi-
aotong． As a channel for people，materials and
cultural exchanges，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not on-
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but it also provided the histor-
ical experience needed for building“the communi-
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article pro-
poses three main points as follows:

I． ethnic migration formed the background for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began with peoples' migration along the
ancient road． At present，the main ethnic groups
distributed in areas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belong to Tibeto-Burman groups of the Sino-Tibet-
an language family，the Zhuang-Dong and the Mi-
ao-Yao language groups and many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the Mon-Khmer language group of the
Aust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 The ancestors of
these ethnic groups include the “Di-Qiang”，
“Baiyue”，“Sanmiao”and“Baipu”mentioned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thnic groups be-
longing to the Di-Qiang branch started to migrate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experiencing a swell
in the tide of migrat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se migrating ethnic groups not only
reached the area of the xinan yi ( Southwestern Yi
ethic minority groups ) ，some even entered the
eastern part of today's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
sia． Fei Xiaotong calls the passage through which
they migrated the“Tibetan-Yi corridor”which fun-
damentally overlaps with the“Lingguan Path”and
“Wuchi Path”of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Since
the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members of the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the
Baiyue migrated towards the southwest，basically
moving from east to west． This path essentially co-
incided with the“Nanling corridor”proposed by
Fei Xiaotong． Since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the Baipu group
continually migrated to the south，west and south-
west，before finally entering，in large numbers，
the area of present-day Sichuan， Yunnan and
Guizhou． Their migration took them through the
“Yongchang pass”of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The
ethnic groups linked with the Sanmiao ethnic group
migrated towards the southwest in large numbers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ome of them
went north along the“Wuchi Path”，and the Miao
people living in present-day southern Sichuan and
northwestern Yunnan are regarded as thei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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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dant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a-
long the“Yongchang path”is more complex． In
addition to the Achang，Jingpo，Lahu and Jinuo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Di-Qiang branch and
who migrated to present-day southwestern Yunnan
along the Yongchang path， the Dai， who are
linked with the Baiyue，also moved to the north a-
long this ancient path． The areas along the South-
ern Silk Ｒoad were areas of some of the most fre-
quent ethnic mobility in ancient China，which in
turn，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cultural exchan-
ges in this region．

II．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the historical fact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The ethnic migration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not only form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which multiple ethnic groups live together and mul-
tiple cultures and multiple languages intermingled
with each other in southwestern China，but it also
brought about cultural exchanges． The inter-ethnic
cultural interaction caused by the ethnic migration
is very prominent in Southwest China．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populations linked with the Di-
Qiang group can be found in the cultures of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the Zhuang-Dong language
branch． Likewise，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Baiyue
ethnic group can be found in the ethnic groups be-
longing to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branch． E-
ven in the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the Mon-
Khmer language branch，the influence of the Di-
Qiang and Baiyue cultures can be found． Such
cross-border cultural exchanges had already taken
place before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de-
veloped the frontier． After Emperor Wu ，cultural
exchanges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exhibited a
two-way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to exchanges of
material cultural，there were increasingly in-depth
spiritual cultural exchanges． Buddhism originated
in ancient India and was introduced through the
ancient Silk Ｒoad． Through this ancient road，the
extens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ies，as well as
extensiv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Southwe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South Asia and West A-

sia were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III． Shared festivals is a real indicator of cul-

tural fusion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Cultural interaction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experienced a long history． From then until
now，it has resulted in ethnic groups living inter-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a fus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kind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continues
to this day，and is especially found in the ethnic
festivals held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First-
ly，it is presented in festivals shared by ethnic
groups with the same origin． For example，most of
the Di-Qiang ethnic groups live in the mountains
and worship the mountain deities． Their descend-
ants，such as the Tibetan，Qiang，Naxi and Lisu
ethnic groups，all have beliefs and sacrificial cere-
monies related to“mountain gods”． Because it is
cold i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deep valleys where
they live，they worship fire，and there are all kinds
of sacrificial rituals related to fire，among which
the Torch Festival is representative． The descend-
ants of Baiyue branch generally worship water，
flowers，frogs and other natural objects． Secondly，
it is represented in festivals shared by ethnic
groups with different origins． The coexistence of
ethnic groups after migration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different cultures influenced each other，
borrowed from each other and absorbed aspects
from each other's culture． Thus，festivals which
were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formed． For ex-
ample，the “Climbing the Pole of Knives” is
shared by both the Lisu and Han in Tengchong
county of Baosha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
groups' Torch Festival has influenced the Mon-
Khmer language groups living in the same area．
The“Bianke”festival held annually on 24th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by the Wa ethnic group is similar
to the Torch Festival of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belief in the Panhu myth of the Sanmiao branch
ethnic groups also influenced the Zhuang and Li of
the Zhuang-Dong language group． Thirdly，it is re-
presented in the festivals shared by trans-national
ethnic groups． There are eighteen trans-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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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groups living along the Silk Ｒoad． They cel-
ebrates the same festivals，such as the Torch festi-
val of the Yi，the Munao Song Festival of the Jing-
po，the Zaza Festival of the Hani，the Water-sprin-
kling Festival of the Dai，the Third Day of Third
Lunar Month Festival of the Zhuang，the Huashan
Festival of the Miao， the Climbing the Pole of
Knives Festival of the Lisu，the Hulu Festival of
the Lahu，the Wood Drum Festival of the Wa，the
Panwang Festival the Yao，the Alu Woluo Festival
of the Achang，etc．

In a word， the ethnic migration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has brought about the coexis-
tence of ethnic groups from different areas． Their
descendants，namely the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the Tibeto-Burman ，the Zhuang-Dong ，the Mi-
ao-Yao and the Mon-Khmer language families，
have continuously communicated，interacted，ac-
cultur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syncretized along
the road，making Southwest China a place with di-
verse cultures ． Owing to the sharing of culture，
the ethnic groups living here have crossed ethnic
boundaries，forming a state of coexistence of differ-
ent cultures，and a“regional identity”which cros-
ses historical ethnic boundaries． This kind of“re-
gional identity” has constantly expanded and
formed a broader “national identity”，on which
basis ，the“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has
been generalized and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the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
nese culture and Southeast Asian culture，South A-
sian culture，especially West Asian culture，along
the Southern Silk Ｒoad is a typical case which
“transcends the barriers of civilizations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s，transcends the conflicts of civi-
lizations through mutual learning，and transcends
the superiority of civilizations through co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Southern Silk Ｒoad; ethnic mi-
gration; cultural exchange; cultural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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